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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业到成家：
社会转型背景下教育与工作对初婚时间的影响

曹桂祥，李建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从先成家后立业到先立业后成家的转变是我国青年向成年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趋势，这种转变敦促我

们重新审视初婚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已有关于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初婚时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初婚时间

的早晚效应，这种解释遮蔽了其影响初婚时间的快慢效应。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２０１８ 年数据，使用离散型事件

史分析方法，将风险期起点从 １５ 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发

现，教育和工作类型会对个体初婚时间的快慢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初婚越快；相比于个

体工作，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快。 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初婚队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这为我们理解当前青年

人的婚姻问题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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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婚姻不仅是个体重要的生命事件，更是社会变迁的时代缩影①。 对于个体而言，缔结婚姻关系

关乎个人幸福，更关乎代际传承、宗族希望。 对于社会而言，婚姻对社会构成、人口再生产和未来人

口结构产生巨大影响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婚姻模式逐渐转型，加之当前的低生育率和人

口结构老化等人口新国情，使得研究其变化趋势并寻求其社会经济根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初婚时间是婚姻模式的重要内容，初婚时间计算会随社会转型而发生改变。 已有研究证明初

婚时间不断推迟，这类研究主要基于生理性基础讨论初婚时间问题，大多以 １５ 岁具有生育能力为

起点，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初次进入婚姻的时间越来越晚。 但对于个体而言，他会从什么时候开

始考虑结婚呢？ 中国一直有一个词语叫成家立业，讲的是中国人在生命历程的成年转型期要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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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后立业。 这种顺序一方面可能和我国一直以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有关，另一方面和儒家文化

中的集体主义取向思维方式有关①，在这种条件下个体在 １５ 岁生理性成熟后会优先考虑成家。 但

是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市场化的推进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在成

年转型期逐渐将建构个人身份前置于组成家庭。 西方语境下将这种转型下的空档期称为初显成人

期（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②，意指青年群体生理性成年和社会性成年的脱节，因为这种脱节造成了初

婚的延迟③。 之所以会存在空档期和脱节，是因为在原有生命历程中嵌入了教育、就业等环节，而且

这些环节正在制度化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④，使得成年转型不再是成家立业，而是逐渐转向立业成

家。 从成年转型的变迁来看，计算初婚的起点也发生了相对变动，可以不再是生理性成熟的 １５ 岁，
而是在完成制度化生命历程中的特定事项后才开始考虑。 这正如现有研究提到的，不立业难成

家⑤。 立业成了成家的起点，这为我们思考初婚时间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经济资源是影响初婚时间的关键因素，其影响路径会随社会转型而不断拓展。 由于婚姻

具有规范性期望，而且伴随着长期承诺，因此社会经济资源特别是具有长期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

履行承诺的关键因素⑥，对于婚姻建立与维持具有重要作用⑦。 教育和工作作为社会经济资源的两

个重要参照，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对于成家和立业，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先接受教育和找工作在

一定程度推迟了人们进入初婚的时间，特别是对女性而言更是如此⑧。 但这个结论所隐含的是结婚

和教育、工作之间是竞争性关系，即如果选择先上学、工作，就必然放弃了早结婚⑨。 但如果接受教

育、寻找工作已经成为生命历程中必须要完成的事，特别是伴随着教育普及、性别平等化、市场环境

波动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兴起，教育、工作和婚姻逐渐从竞争性关系变成了具有时序关系的生命事

件，即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审慎选择合适的工作，然后再进入婚姻。 在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条

件下，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人们进入初婚呢？ 本文尝试从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生命历程变迁出

发，将取得初职时间作为初婚风险期起点，具体考察在教育和就业逐渐成为制度化生命历程一部分

的情况下，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人们进入初婚。 这种影响既包括既有研究已经论证的教育和工作

对初婚早晚的影响，也包括对于进入初婚快慢的影响，本文着重关注后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
然教育和工作都是社会经济资源的重要指标，但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 接受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

累的重要方式，主要反映的是个体的经济潜力。 尽管受教育水平也可以影响工作的获得，但不同类

型工作的选择反映的是个体基于未来生活规划的不同考量。

３３

从立业到成家：社会转型背景下教育与工作对初婚时间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蔓莉：《“初显成人期”：阶段特征与累积效应》，《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
ＡＲＮＥＴＴ Ｊ． Ｊ．，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ｅｅ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５， ２０００， ｐｐ．４６９－４８０．
段鑫星，程嘉：《成人初显期理论及其评述》，《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王樱洁， 潘彦霖：《婚姻成本：中

国青年初显成人期的出现之因》，《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
郑作彧， 胡珊：《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潘修明，张春泥：《不“立业”，难“成家”———青年—成年转变中的就业状态与婚育行为》，《中国青年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ＸＩＥ Ｙ．， ＲＡＹＭＯ Ｊ． Ｍ．， ＧＯＹＥＴＴＥ Ｋ．，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２， ２００３， ｐｐ．３５１－３６７．
贺光烨，葛霆，于皓：《趋同还是趋异：教育对两性初婚时间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刘昊：《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贺光烨，

张瑶，吴晓刚：《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就越晚吗？ 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的调节作用》，《社会》，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杨振宇，张程：《教育深化对初婚年龄、生育数量的影响———基于义务教育法实施的准试验研究》，《人口与发

展》，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进入初职个体的初婚时间快慢影响如何？ 这种

影响是否在性别之间存在差异？ 这种影响在不同初婚队列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婚配机制变迁引发的初婚时间快慢问题

如何获得满意的婚姻是人们在进入婚姻时的重要考量内容，这一考量会影响人们进入初婚的

时间。 已有研究发现，满意婚姻主要通过婚前选择和婚后适应两种方式获得①。 婚前选择是指在结

婚之前选择合适的配偶从而保证后续的婚姻生活。 婚后适应是指通过结婚后双方的磨合与互相理

解实现满意婚姻。 对于先成家后立业的模式而言，尽管结婚双方的父母会通过一定程度的婚前选

择方式来保证婚姻的匹配度，比如传统的门当户对，而且传统家庭观念下父代家庭会为子代结婚提

供确定性支持，但对于结婚子代而言主要是通过婚后适应方式提高婚姻满意度。 然而，伴随着社会

转型和先立业后成家模式的出现，虽然父代家庭依然为子代结婚提供重要支持，但个体意识的觉醒

使得子代更加重视婚前选择在结婚中的作用。 如何进行婚前选择，既有主观因素影响也受客观因

素制约。 对于个体而言，主观因素如外貌、感情、人品、性格等因素，已被研究证明会对个体配偶选

择产生影响②；客观因素特别是配偶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个体经营婚后生活具有重要影响，成为婚

前选择的重要参考③。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客观因素也逐渐取代主观因素而对婚前选择产生更重要

影响④。
婚前选择会影响人进入婚姻的早晚，但也会影响人进入婚姻的快慢。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⑤ 在提出婚

姻寻找理论（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ｅａｒｃｈ）时指出，工业化社会以来，社会经济特征具有更大程度的不可观测

性，特别是在适龄结婚阶段，个体往往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经济特征还未完全确定。 因此他

认为，尽管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婚前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社会经济特征的不确定性，个体需要

更多时间来确定社会经济特征，所以会推迟进入婚姻⑥。 但推迟进入婚姻并不等于放弃对于婚姻的

渴望，相反，较好的社会经济特征可能会促进人们进入婚姻⑦。 因此仍需进一步延伸思考的是，人们

会因为想要尽可能获得稳定的社会经济特征而等待和推迟婚姻，但在获得了确定性特征之后，社会

经济特征又如何影响个体进入婚姻呢？ 换言之，如果以获得确定性社会经济特征作为起点，那么这

些社会经济特征将如何影响个体进入婚姻的快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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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人进入婚姻的快慢

教育如何影响结婚，已有研究大致得出两种结论。 第一种是教育推迟结婚，这一方面是因为受

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需要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更长，且上学期间不利于结婚，因此会推迟婚姻；另
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同质婚的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群体规模越小，越不利于找到匹配的结婚对象，
即婚姻市场不匹配假说①，所以推迟婚姻。 第二种是教育加速结婚，这主要体现为教育水平的提升

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增加，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②，特别是在当前结婚成本不断

提高③、房价不断上升的社会④，教育会促进婚姻。 工作类型如何影响结婚，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⑤ 认为年轻

人在工作初期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进入工作的成熟期，特别是好的工作

需要前期的工作培训和积累，因此会较晚进入婚姻。 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稳定的工作、职业

地位高的工作可以加速人们进入婚姻⑥。 在中国语境下，“体制内”工作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较

好的社会福利，工作更加稳定轻松，而且在中国社会持续发挥作用⑦。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

速发展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壮大，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工作岗位和竞争性的薪酬待遇，特别是在高水

平劳动力群体中，与体制外工作没有显著差异⑧。 本文的重点在于人们获得教育和工作后，二者对

于婚姻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一组假设：
假设 １ａ：受教育水平越高，进入初婚越快。
假设 １ｂ：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和民营工作进入初婚越快。
（三）教育和工作类型影响进入婚姻快慢的性别差异

Ｂｅｃｋｅｒ⑨ 在帕森斯性别角色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独立性假设，用于解释夫妻双方如何通过

角色分工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 该假设首先指出，只有当组成家庭的效益超过个体生活的效益，个体

才会选择进入婚姻。 进而以性别角色专门化的预设为出发点，认为婚姻的价值在于以性别分工为基

础的夫妻间的相互依赖，从而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仍有部分人受到传统父权制

思想的影响，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更有效率，男性更多承担为家庭提供经济资源的责任，
女性更多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⑩I0，这样的婚姻也更稳定。 因此教育和工作对初婚快慢的影响具有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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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对于男性而言，较强的经济实力能够更快地进行婚姻准备，同时能更好地承担家庭的经济责

任，所以更容易受到女性的青睐，能够促进其进入婚姻①；但对于女性而言，受教育水平高不利于其进

入婚姻，因为接受教育的女性经济更加独立，婚姻对其吸引力更低②。 但也有研究表明，在部分发达国

家，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愈加普遍，生活成本不断提高，高学历的女性在

婚姻市场上逐渐受到青睐③，因为她们的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地满足家庭的经济需要。 但对于女性而言，
更容易面临工作—家庭冲突，这就使得性别差异较小和劳动保障规范的体制内工作对女性更加友好，而
劳动时间去制度化、绩效竞争压力大的民营工作不利于女性进入婚姻④。 因此，本文提出第二组假设：

假设 ２ａ：对于男性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进入婚姻越快。
假设 ２ｂ：对于男性来说，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和民营工作进入婚姻更快。
假设 ２ｃ：对于女性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进入婚姻越慢。
假设 ２ｄ：对于女性来说，相对个体工作，民营工作进入婚姻更慢，体制内工作进入婚姻更快。
（四）教育和工作影响进入婚姻快慢的队列差异

个体结婚选择与时代命运紧密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变

迁，个体在不同时期进入初婚会对其婚姻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为了

实现快速工业化，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并于 １９５８ 年在农村将人口通过人民

公社制度固定在农业部门从事农业生产，在城市将人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类型

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差异⑤。 在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以文盲为主，结合我国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特征，教育主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教育的分层作用

较弱，接受较高水平教育的人数较少。 因此，在这一阶段，有体制内工作和较高学历者会更快进入

婚姻⑥。 １９７８ 年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开始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一元的公

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转变⑦。 在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渐开放农村

市场发展多种经营，个体经济状况逐渐改善⑧。 此阶段乡镇企业开始出现，国企放权让利、民营企业

开始破土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高考恢复，教育开始发挥分层作用，但这一阶段仍以普及义务教育

和扫盲为主。 在这一阶段，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了发展机会，不同工作类型对进入初婚快慢的

影响差异有所减弱。 恢复高考的政策使得高等教育开始发挥作用，但受规模限制，学历对进入初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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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慢的差异影响相对较小。 １９９３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此期间，国企改革进一步深

化，国家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开始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并于 １９９８ 年进一步提出国企改革的三年计

划①，逐渐打破了人们对铁饭碗的想象。 与此同时，对民营经济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门槛进

一步降低，有力地刺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②。 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

育，高等教育入学率开始快速提升。 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也在不

断提高。 因此，对于进入初婚快慢的影响而言，工作类型和教育之间的差异开始扩大，市场经济使

得在民营单位工作和接受高等教育者进入初婚更快。 ２００８ 年，首先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席

卷全球，世界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也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 尽管我国出台政策缓冲经济危机

的影响，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因为世界经济低迷而陷入

严峻的就业危机③，特别是市场部门受到冲击后保持谨慎收缩状态，而体制内工作不论是无须考虑

经济理性抑或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在就业上保持常态甚至扩张④。 我国经济也因此开始逐渐

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经济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

经济转型，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这一阶段受人们避险心态的影响，体制单位在婚姻市

场的影响力再次提升，接受高等教育者依然具有优势。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提出第三组假设：
假设 ３ａ：不同初婚队列，教育对初婚快慢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先缩小再扩

大。 具体表现为相对于 １９７８ 年之前初婚队列中教育的差异主要体现为高中学历和初中及以下学

历的差异，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年初婚队列中高等教育开始发挥影响，不同学历间作用差异有所缩小。 伴随

着高等教育愈加普及，不同教育层次对于晚近初婚队列影响的差异不断扩大。
假设 ３ｂ：不同初婚队列，工作类型对初婚快慢的影响存在差异。 不同工作类型的影响先缩小

再扩大。 具体表现为相对于 １９７８ 年之前初婚队列主要表现为个体和体制内工作的差异，１９７８—
１９９８ 年，改革开放增大了个体工作和民营单位工作的影响，不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快慢的影响差

异有所缩小。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市场化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体制内工作的影响有所减

弱，民营单位工作的影响不断增大，不同类型单位对于初婚快慢的影响进一步分化。 ２００８ 年之后，
经历经济危机，体制内工作受到青睐，体制内工作和民营工作之间的差异缩小，但相对个体工作而

言，对初婚快慢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三、数据、测量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组织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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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石建国：《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国企改革的回顾》，《百年潮》，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王磊，李鲁：《国企改革与工业发展：改

革开放 ４０ 年的经验与证据》，《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任保平，李培伟：《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丁守海：《中国就业弹性究竟有多大？ ———兼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滞后冲击》，《管理世界》，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陈

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挑战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苗国：《生育率下降背景下高等教育扩张与大学生就业困难———从“９８ 亚洲金融危机”到 ２００８“次贷金融危

机”》，《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ＬＤＳ）２０１８ 年数据。 ＣＬＤＳ 项目以 １５ ～ ６４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

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对我国 ２９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西藏和海南）
城乡社区家庭户的全部劳动力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 ２０１８ 年共有数据样本 １６５３７ 个，根据本

文研究需要，仅保留有工作经历且第一份工作时间早于初婚时间的样本。 同时本文对核心因变量、
自变量缺失的样本进行删除，对部分控制变量缺失值进行插补，最终保留样本 ７９２４ 个①。 本文也对

初职时间和最高受教育程度完成时间进行查看，发现约 １０％样本的最高学历完成时间要晚于初职

时间，删除该部分样本后，结果差异不大，故在分析中未对这部分样本进行删减。 这意味着在本研

究中，样本的受教育程度不以受教育年限长短的方式影响初婚时间。
（二）变量测量

１．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在某一年份是否结婚。 具体编码方法为，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将
风险集定义为从第一次工作到第一次结婚的个体。 如果个体结婚则退出风险集。 笔者根据风险期

构建“人—年”格式数据，即在风险期内，变量数值均为 ０；当个体退出风险集，则编码为 １。 如果个

体从进入第一次工作到 ５５ 岁一直未进入婚姻，则是否结婚这一变量在风险期内一直为 ０。 这是事

件史分析中针对右删失数据的处理。
２．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和初职类型。 个体受教育水平根据“您的

最高学历”和“您的最高学历是否毕业”两项进行编码。 本文将最高学历分为三类，分别是“初中及

以下”，包括初中、小学 ／私塾和未上过学；“高中”，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校和中专；“大专及

以上”，包括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然后根据“您的最高学历是否毕业”这一问题，
保持“已毕业”和“肄业”的最高学历状态，删除“仍在读”样本。 个体的初职类型，根据“您第一份工

作”这一问题的选项，首先划分有单位和无单位，有单位根据性质划分为“体制”，包括党政机关、人
民团体、军队，以及国有 ／集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村 ／居委会等自治组织；“民营”，包括

民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民办非企业、社团等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无单位划为“个
体”，包括务农、自由职业者和无固定工作者。

３．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考虑前人研究和可能对本研究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 １４
岁时其父母的最高受教育水平，这一方面是考虑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表征，
能够影响个体的初职和初婚，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可能会有变动的可能性，故选取

相对更前期的受教育水平。 选取 １４ 岁时居住地主要考虑早期社会文化环境可能对个体选择工作、
进入婚姻可产生的影响。 个体的党员身份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会对其找工作和婚姻

产生影响。 控制工作经历主要考虑到部分样本存在初职不同于初婚前职业的情况。 控制初婚队

列，主要是考虑到不同时间点进入初婚的群体存在差异。 在队列划分上，本研究选择 １９７８ 年、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三个时间节点。 节点的选择主要考虑到国家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改革开放，将国家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１９９８ 年是国家推进国企改革的关键节点，也是深化 １９９２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大批国企员工下岗，打破了人们对于体制稳定的想象。 ２００８ 年爆发国际金

融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市场主体受到巨大冲击。 控制时变变量风险期，该变量由初

婚年龄—初职年龄生成并转换为离散型事件史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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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数据清理阶段，首先删除样本 ５２４８ 个，其中约 ７０％的样本源于无初婚时间和无工作两个变量，其余为存在

缺失值和数据逻辑问题的样本；其次删除初婚时间早于初职时间样本 ３３６５ 个，剩余样本 ７９２４ 个。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比例（％） ／均值

总体 男性 女性
Ｐ 值

初婚（是＝ １） ８７．８１ ８５．５８ ９０．２６ ０．０００

初婚年龄 ２４．０５ ２５．０１ ２３．０４ ０．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６６．０８ ６５．１０ ６７．１５

　 　 高中 １７．０３ １９．１１ １４．７５ ０．０００

　 　 大专及以上 １６．８９ １５．７９ １８．０９

初职工作类型

　 　 个体 ５０．７１ ５１．９６ ４９．３２

　 　 体制 ２０．６６ ２０．９４ ２０．３５ ０．０００

　 　 民营 ２８．６３ ２７．１０ ３０．３３

初职年龄 １９．０８ １９．３１ １８．８３ ０．０００

父母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６７．３０ ６９．６８ ６４．６９

　 　 初中 １８．７３ １７．８３ １９．７１ ０．０００

　 　 高中及以上 １３．９７ １２．４９ １５．６０

工作经历 １．１２ １．２０ １．０４ ０．０００

党员（是＝ １） ４．９６ ６．２３ ３．５６ ０．０００

地区

　 　 西部 ３２．７３ ３２．６４ ３２．８５

　 　 东北 ６．０２ ５．４２ ６．６９
０．０００

　 　 中部 ２０．３１ ２０．９１ １９．６３

　 　 东部 ４０．９４ ４１．０３ ４０．８３

初婚队列

　 　 １９７８ 年之前 ８．０５ ７．７３ ８．４１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年 ５０．６９ ５０．２８ ５１．１５
０．００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 １４．６１ １４．１３ １５．１５

　 　 ２００８ 年之后 ２６．６４ ２７．８７ ２５．２９

样本量 ７９２４ ４１５５ ３７６９

　 　 （三）分析方法及思路

本文选取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初婚时间快慢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事件史分析方法是对

风险期长度和风险率的研究，可以很好地反映本文所关注的进入初婚时间的快慢问题。 本文的核

心概念初婚时间快慢也是通过初婚风险率进行表达，风险率越高，意味着进入初婚越快，反之则相

反。 另一方面是根据变量特征和模型统计特性，数据测量的时间尺度以年为单位，模型不受比例风

险函数限制，更方便加入时变和非时变变量。 因为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在某一年份是否结婚，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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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ｌｏｇｉｔ 作为连接函数。
具体分析思路是：首先对变量的基本情况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工作类型的风险期的分布

及其在性别上的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构建“人—年”数据，讨论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对初婚

风险的影响；再次是探讨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最后讨

论不同初婚队列下，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四、基本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 ２ 呈现了男女两性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初婚队列上的初职和初婚年龄分布以及

时间间隔。 在受教育程度上，可以发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初职年龄和初婚年龄都随着受教育

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初职—初婚的时间间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缩短。 这表明受教育程度

会推迟人们进入工作和婚姻的时间，但也可能会加速人们从工作进入婚姻。 在工作类型上，从个体

到体制内再到民营单位工作，男性和女性的初职和初婚年龄都在依次提高，这表明体制内和民营单

位工作类型会推迟个体进入婚姻，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和民营单位工作具有一定

的教育门槛，这种门槛推迟了个体进入婚姻的时间。 但从时间间隔上，从个体到体制内再到民营单

位工作是依次降低，这说明体制内和民营单位工作类型会加速个体进入婚姻。 从结婚队列来看，随
着队列的时间临近，初职和初婚年龄都不断提高，但时间间隔经历了先增加再回落的过程，对于这

种回落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形势不佳可能会降低人们对于择偶标准和婚姻质量的要求，从而更

快进入婚姻①，但从总体来看，时间间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人们进入婚姻的速度总体上变慢

了。 而且，不论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还是结婚队列，女性的初职和初婚年龄都要小于男性，时间间

隔也比男性短，表明女性会比男性更早、更快进入婚姻。
表 ２　 分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结婚队列的初职—初婚年龄分布情况

受教育程度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初职年龄 １７．８６ ２０．２４ ２２．２０ １７．５０ ２０．０５ ２１．８８

初婚年龄 ２４．４６ ２５．３４ ２７．２７ ２２．３０ ２４．２３ ２５．５６

间隔 ６．６０ ５．１０ ５．０７ ４．８０ ４．１８ ３．６８

工作类型 个体 体制 民营 个体 体制 民营

初职年龄 １７．６７ ２０．０４ ２０．８５ １７．３６ １９．３２ ２０．３８

初婚年龄 ２４．２２ ２５．６５ ２６．３７ ２１．８９ ２４．０４ ２４．７６

间隔 ６．５５ ５．６１ ５．５２ ４．５３ ４．７２ ４．３８

初婚队列 １９７８ 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后 １９７８ 前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后

初职年龄 １７．３９ １８．３７ １９．５６ ２１．０８ １６．１４ １８．０５ １９．５３ ２０．１６

初婚年龄 ２２．２７ ２４．４８ ２６．２７ ２７．２５ ２０．２３ ２２．６７ ２４．１８ ２４．６３

间隔 ４．８８ ６．１１ ６．７１ ６．１７ ４．０９ ４．６２ ４．６５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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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华东：《经济危机时期的婚姻变动特征———以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上海市民的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为例》，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二）离散事件史分析结果

１．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模型 １ 考察了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可以看到，相比于初中及以下的样本，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均能显著提高初婚风险，意味着高受教育

水平的人结婚更快①，验证了假设 １ａ。 其中，高中学历者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提高的风险更高，高
中学历者提高了 ２２％，大专及以上者提高了 １８％。 这可能是受到初婚队列的影响，即早期队列占比

较高，加之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相对较低，故高中学历者在初婚风险上发挥作用更大。 女性比男性

更快进入婚姻，相对男性提高了 ４９．８％的初婚风险。 工作经历增加显著降低初婚风险，说明工作变

动会影响人们的结婚计划。 在地区上，相对于西部，东北和东部的初婚风险显著降低，其中东北降

低了 ２０％左右，东部降低了 ５．５％。 模型 ２ 考察的是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相对于参照组从

事个体工作，参加体制内工作能够显著提高 １６．９％的初婚风险，说明相比于个体工作，从事体制内

工作的人能更快进入婚姻。 从事民营单位工作会下降 ４．３％，但不显著，说明参加民营单位工作的

人在进入婚姻风险上和个体工作没有区别。 部分验证了假设 １ｂ，这说明不同工作类型对初婚时间

的差异性影响，同时也说明相对于个体和民营单位工作，体制内工作的相对优势②。 其他变量上，和
受教育程度的模型没有显著差异。 在模型 ３ 的交互模型③中，主效应和模型 １ 及模型 ２ 系数区别不

大，除大专及以上教育一项变为不显著，各项系数反而有所提高。 交互项上，除高中∗体制和高

中∗民营交互项显著外，其他不显著。 经过计算，高中学历且在体制内工作者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

历从事个体工作的初婚风险要高２１．９％，高中学历在民营单位工作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从事个

体工作初婚风险要高出７．３％，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确实会受到工作类型的调

节，特别是具有高中学历的样本，不同工作类型的选择会显著影响其初婚风险，而大专及以上学历

者则没有受到工作类型的影响，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教育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方式越具

有独立性。 由于交互项基本结论与非交互模型差异不大，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主要关注主效应结

果。 具体见表 ３。
表 ３　 初婚风险的离散事件史分析（Ｎ＝ ４７２５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
１．２２０∗∗∗ １．５９３∗∗∗

（０．０４６） （０．１０８）

　 　 大专及以上
１．１８０∗∗∗ １．２６７
（０．０５４） （０．２３８）

工作类型（个体为参照组）

　 　 体制
１．１６９∗∗∗ １．１７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９）

　 　 民营
０．９６３ ０．９８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４）

１４

从立业到成家：社会转型背景下教育与工作对初婚时间的影响

①

②

③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Ｖ． Ｋ．， Ｗｏｍｅｎ’ 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２， １９９４， ｐｐ．２９３－３４２．

张海东，袁博：《双重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来自中国特大城市的证据》，《福建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交互项模型的设置主要想考察教育是否通过工作类型发挥作用。 尽管当前工作类型的选择越来越受到教育

门槛的限制，但考虑到样本所包含的队列多样性，选择保留交互项模型。



续表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交互项

　 　 高中∗体制
０．６５２∗∗∗

（０．０６６）

　 　 高中∗民营
０．６８６∗∗∗

（０．０６４）

　 　 大专∗体制
０．８７５

（０．１７６）

　 　 大专∗民营
０．８４２

（０．１６７）

党员（是＝ １）
１．０１３ １．００４ ０．９６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５）

性别（女＝ １） １．５１０∗∗∗ １．４９８∗∗∗ １．５２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０．９６４ １．０１８ ０．９９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高中及以上
０．９１８∗ ０．９８２ ０．９４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工作经历
０．９７８∗∗ ０．９７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地区（西部为参照组）

　 　 东北
０．８１７∗∗∗ ０．８０２∗∗∗ ０．７９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中部
１．０２６ １．０３７ １．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东部
０．９１５∗∗∗ ０．９４５∗ ０．９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风险期对数
０．９６３∗∗ ０．９５５∗∗∗ ０．９６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常数项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分性别考察工作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为男性样本条件下

教育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结果与前述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但系数有所提升。 具体而言，
相对于初中教育，男性受高中教育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初婚风险，分别高出 ３９．６％和 ３６．９％。 这表

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男性进入婚姻越快，假设 ２ａ 得到验证。 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的人初婚

风险显著高出 ３９．９％，这表明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人员进入婚姻更快。 相比较而言，在民

营单位工作的人初婚风险高出 ８．４％，但不显著。 假设 ２ｂ 得到部分验证。 相对于个体工作，在民营

单位工作的男性未能显著快速进入婚姻，这一方面可能和民营单位的工作环境有关①，使得民营单

位男性的优势被中和，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在择偶方面，个体在民营单位工作本身并不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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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钟瑾，陈瀛，齐昊等：《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模型 ６ 和模型 ７ 为女性样本条件下工作和教育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相对于全模型和男性样本

结果，女性结果有所不同。 不同受教育程度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说明教育对于女性结婚而言，并
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对于女性进入婚姻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能会

因为高受教育程度带来的较好经济前景而增强了其自身的独立性，降低了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①；
另一方面，较高受教育程度女性的经济前景愈加被配偶所看重②，因为能够分担经济压力，促进女性

进入婚姻，从而导致不存在显著差异。 女性在体制内工作的初婚风险与个体工作没有显著差异，但
在民营单位工作会显著降低初婚风险，即会减缓女性进入婚姻。 这可能是因为进入民营单位工作

的女性，面临更加激烈的职场竞争以及更长的劳动时间③，家庭—工作矛盾更加明显④，所以对其进

入婚姻有显著抑制作用。 不同于男性的是，女性党员身份会显著降低初婚风险，即女性党员结婚更

慢。 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女性结婚更晚⑤。 具体见表 ４。
表 ４　 分性别初婚风险的离散事件史分析

男性 女性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
１．３９６∗∗∗ １．０３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０）

　 　 大专及以上
１．３６９∗∗∗ １．０１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７）

工作类型（个体为参照组）

　 　 体制
１．３９９∗∗∗ ０．９５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５）

　 　 民营
１．０８４ ０．８４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８）

党员（是＝ １）
１．１１６ １．０８６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３）

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０．９０２∗∗ ０．９４８ １．０４９ １．１１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０）

　 　 高中及以上
０．９０６ ０．９７５ ０．９７４ １．０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４）

工作经历
０．９６４∗∗∗ ０．９９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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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ＡＶＹ Ｖ．， ＺＡＢＬＯＴＳＫＹ Ａ．， Ｗｏｍｅｎ’ ｓ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ｗ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２４， ２０１５， ｐｐ．１０５－１２１．

ＳＯＵＴＨ Ｓ． Ｊ．，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Ｍａ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Ｖｏｌ． ５３， Ｎｏ． ４，１９９１， ｐｐ．９２８－９４０．

李月，成前，闫晓：《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生育意愿吗？ ———基于子女照护需要视角的研究》，《人口与社会》，
２０２０ 年第 ３６ 期。

吴愈晓，王鹏，黄超：《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社

会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交互项结果与主效应基本一致，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故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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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地区（西部为参照组）

　 　 东北
０．９２２ ０．８８９ ０．７４４∗∗∗ ０．７４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中部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８ １．０４１ １．０６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８）

　 　 东部
０．９８４ １．００８ ０．８４７∗∗∗ ０．８８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风险期对数
１．０３ １．０２１ ０．８９５∗∗∗ ０．８９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常数项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５∗∗∗ ０．２７０∗∗∗ ０．２７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样本量 ２８１９３ ２８１９３ １９０５９ １９０５９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分初婚队列考察工作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如表 ５ 所示，模型 ８ 到模型 １１ 呈

现了不同初婚队列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总体上，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更高的受教育水平者

会显著提高初婚风险，即受教育水平高，会更早进入婚姻。 但在 １９７８ 年之前的初婚队列中，相对于初

中学历者，高中学历者比大专学历者更能提高初婚风险，高中学历者进入婚姻的概率是初中及以下学

历者的２．６倍，而大专及以上学历与初中学历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大专及

以上者样本量较少，方差较大，估计结果不稳定，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更

易受到婚姻匹配和可能政治风险的影响。 相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中学历者相对而言已经能够获

得较好的经济回报，从而促进婚姻。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年初婚队列，经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大专及以上学

历者显著提高了进入婚姻的概率，但同时期经济政策的调整，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对于初婚风险的

影响作用相对下降，变为初中学历者初婚风险的１．５倍。 １９９９ 年之后的初婚队列，经历市场化改革进一

步深化，学历的差异尽管显著但有所收缩，也就是不同学历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有所成就。 到 ２００８ 年

之后的初婚队列，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同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的差异再次扩大，大专及以上学历者

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初婚风险的 ２．１ 倍，高中学历者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初婚风险的 １．６ 倍。 假设 ３ａ
得到验证。 党员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初婚队列中显著，是非党员进入婚姻风险的 １．３ 倍。 这可能是因为

在这个时期，部分党员拥有更好的技术能力①，或携带资源从体制内进入市场②，更容易获得成功，因此

更快进入婚姻。 女性相对男性更早进入婚姻的风险不断提升，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于初婚风险的影

响越来越大，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父母有初中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影响在不断增大，而且更为显

著。 工作经历随着初婚队列晚近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提升，人们更加习惯工

作的变换。 叠加婚姻本来的推迟趋势，工作变动对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越来越小。 在地区差异上，其
他地区总体而言都是随着初婚队列不断晚近，相对西部地区降低了个体进入初婚的风险，也就是比西

部地区结婚更慢，但其中东北地区先经历了在 １９７８ 年前初婚队列中能显著提高初婚风险到 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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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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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００， Ｎｏ．１， １９９４， ｐｐ．４０－６９．



１９９８ 年初婚队列与西部不存在显著差异，到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初婚队列能显著提升初婚风险，再到 ２００８
年之后的初婚队列显著降低初婚风险的过程。 中部地区除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初婚队列所在的快速市场化

阶段相对西部地区显著降低初婚风险外，在其他初婚队列中均不显著。 东部地区相对西部地区在改

革开放之前的初婚队列上没有差异，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初婚队列中显著降低初婚风险，且程度越来越

大且更加显著。 这表现出了市场化改革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
表 ５　 分时期不同受教育水平、工作类型初婚风险的离散事件史分析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１９７８ 前 １９７９—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后 １９７８ 前 １９７９—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后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
２．６２９∗∗∗ １．４４９∗∗∗ １．３１１∗∗∗ １．５６３∗∗∗

（０．７３６）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３６）

　 　 大专及以上
１．０９２ １．４７８∗∗∗ １．４５４∗∗∗ ２．０６０∗∗∗

（０．７１５） （０．１１９） （０．１４０） （０．１７９）

工作类型（个体为参照组）

　 　 体制
２．１４７∗∗∗ １．２１２∗∗∗ １．１９７∗ ２．１７８∗∗∗

（０．４５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２３） （０．２５０）

　 　 民营
１．６９９ １．３６４∗∗∗ １．５１１∗∗∗ ２．２２４∗∗∗

（０．５６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８） （０．２２３）

党员（是＝ １）
０．７６ ０．９８２ １．３０１∗ ０．８４８ ０．７２１ １．０９４ １．４５８∗∗ １．０２６

（０．２４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９５） （０．０９８） （０．２３１） （０．１１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１９）

性别（女＝ １） １．２３８∗∗ １．４０１∗∗∗ １．６２８∗∗∗ １．７２３∗∗∗ １．２１７∗∗ １．３６４∗∗∗ １．５８０∗∗∗ １．６４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５）

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１．５１２ １．０７２ １．３０１∗∗∗ １．５６０∗∗∗ １．３８５ １．０７６ １．３５７∗∗∗ １．５０１∗∗∗

（０．４５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１） （０．４２３）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６）

　 　 高中及以上
０．８９３ １．１０２ １．０８９ １．３２５∗∗∗ ０．８４８ １．２０８∗∗∗ １．２３４∗∗ １．４４７∗∗∗

（０．２４７）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７） （０．２４０） （０．０８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２）

工作经历
０．９５７ ０．９７７∗ ０．９２１∗∗∗ ０．９９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地区（西部为参照组）

　 　 东北
１．３９０∗ １．０７２ ２．０００∗∗∗ ０．３１０∗∗∗ １．３５３ １．０６１ ２．０８８∗∗∗ ０．３３６∗∗∗

（０．２７４） （０．０８２） （０．３２６） （０．０５５） （０．２６８） （０．０８１） （０．３４４） （０．０６０）

　 　 中部
１．１７ １．０１９ ０．８４５∗ ０．９５５ １．１８７ １．０１２ ０．８６８ ０．９３７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３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东部
１．０４５ ０．９０６∗∗ ０．８１３∗∗ ０．８０６∗∗∗ １．０３９ ０．８９２∗∗∗ ０．８４３∗∗ ０．７９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０）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９）

风险期对数
１．０３８ １．１７４∗∗∗ １．３０６∗∗∗ ０．９０４∗∗∗ １．０４５ １．１６３∗∗∗ １．３２３∗∗∗ ０．９０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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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模型 １４ 模型 １５

１９７８ 前 １９７９—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后 １９７８ 前 １９７９—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后

常数项
０．１７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３１５∗∗∗ ０．１７３∗∗∗ ０．１１０∗∗∗ ０．０６３９∗∗∗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样本量 ３０２２ ２２４１０ ６７５７ １５０６３ ３０２２ ２２４１０ ６７５７ １５０６３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 １ 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在不同初婚队列中不同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影响的变动趋势。 从时间

趋势和风险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进，从立业到成家的时间间隔不断拉长，进入婚姻的初始生存概率

越来越高，曲线更加平缓，进入初婚的概率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加上升①越来越慢，说明人们进入婚姻的

时间越来越晚，进入婚姻的速度也在整体性变慢。 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三条线来看，高中和大专及以

上学历者在 １９７８ 年前后相对位置发生了反转，１９７８ 年之前的初婚队列，高中学历的生存曲线下降更

快，初中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下学历者依次下降。 １９７８ 年之后的初婚队列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曲线下降

更快，高中和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依次下降。 而且三者的区别总体上是不断扩大的，这也表明中国社会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回报在不断分化，对于初婚的影响作用大小也在发生变化。 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
进入婚姻的风险就越大，越快进入初婚。 ２００８ 年之后曲线的变动波动较大，这主要是受到数据影响，
预测值较为不稳定，所以造成了曲线波动较大，但教育程度之间的分化趋势依然明显。

图 １　 分初婚队列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模型 １２ 到模型 １５ 呈现的是不同初婚队列上不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相对于个体工作

者，体制内工作者的初婚风险经历了一个 Ｕ 型变动。 具体而言，在 １９７８ 年之前的初婚队列中，体制内

工作者的初婚风险是个体工作者的 ２．１ 倍；在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年的初婚队列中，体制内工作的影响减弱到

１．２ 倍，但依然显著；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初婚队列中，体制内工作者相比于个体工作者的初婚风险差异显

著降到 １０％置信区间的 １．２ 倍；２００９ 年及之后初婚队列，体制内工作者的初婚风险上升到个体初婚风

险的 ２．２ 倍。 与体制内工作变动趋势不同，民营单位工作者相对于个体工作者的初婚风险变动呈现对

勾型。 在 １９７８ 年之前的初婚队列中，民营工作者的初婚风险是个体工作者初婚风险的１．７倍，但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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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显著性差异。 １９７８ 年之后初婚队列中，民营单位工作者的初婚风险先下降到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 年初婚

队列的１．４倍，但与个体工作者存在显著差异，然后保持稳定提升，到 ２００９ 年之后的初婚队列，民营单

位工作者的初婚风险是个体工作者的 ２．２ 倍。 假设 ３ｂ 得到验证。 这一变动符合对应阶段的特征。 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物资实行配额制，体制内工作意味着在物资供给和住房安排

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具有完善的福利体制和较好的社会地位，因此进入婚姻更快。 改革开放之后，
开始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工作的收入开始上升，体制工作的优势

有所下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深化国企改革，打
破了人们对于体制工作是铁饭碗的想象，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体制内工作相对于民营

工作的吸引力下降。 ２００８ 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切身经历了市场的不稳定，体制内工作成为稳定的代

名词，加之体制具有的社会声望，使得体制内工作再次成为婚姻匹配的优势条件。 民营工作在 １９７８ 年

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政策管制，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不被人们广泛接受，所以相对个体

工作而言没有显著差异。 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营单位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开始不断发挥作用，但由于同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相对优势比 １９７８ 年之前还有所下

降，但仍然存在显著差异，能够显著促进人们进入婚姻。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之后，经
济的快速增长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们对经济资源的考虑更多，民营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快速发

展，收入显著增加，为进入婚姻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而且这种相对趋势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

响，民营单位工作相对个体工作而言依然具有促进婚姻的优势。 党员身份、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和

地区差异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与前述基本一致。 具体见表 ５。
图 ２ 直观呈现了不同初婚队列中工作类型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 总体上，不同工作类型曲线

的变动与不同受教育程度曲线变动一致，即随着时间的推进，曲线的形态从更加直立变为更加倾

斜，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加，生存概率下降越来越慢，这说明人们的初婚年龄在不断推迟，进入初婚的

速度也在总体性减慢。 不同工作类型之间，在 １９７８ 年之前的初婚队列中，相对于个体工作者，体制

内工作者曲线下降最快，民营单位工作者次之。 １９７８ 年之后的初婚队列中，民营单位工作者曲线

图 ２　 分初婚队列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下降最快，体制内工作者曲线下降次之。 １９９８ 年之后的初婚队列中，体制内工作者曲线距离个体

工作者曲线更近。 ２００８ 年之后，个体工作者的生存曲线下降更慢，民营工作者与体制内工作者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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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降速度相对一致，民营与体制内工作者和个体工作者曲线距离越来越远。 这反映了人们在不

同时期结婚时所关注的因素存在差异，不同工作类型之间的差异不断分化。 ２００８ 年之后初婚队列

曲线的变动因为样本量问题导致预测值不稳定，所以不够平滑，但基本趋势比较清楚。

五、总结与讨论

初婚时间是研究婚姻模式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初婚时间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婚姻模式的变迁。 研究初婚时间，首先要明确计算初婚时间的起点。 已有

研究大多以 １５ 岁生理性成熟作为初婚时间起点，这是成家立业模式下将成家作为生理性成熟和

社会性成熟的核心标志。 伴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生命历程逐渐嵌入了教育和就业，成家立业开

始转向立业成家，人们逐渐将教育和就业作为成家的前提，并以此为起点考虑婚姻问题。 其次要

明确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初婚时间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研究从社会经济

地位和初婚的竞争性关系假设出发得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推迟初婚时间的早晚效应，但忽视了

生命历程变迁下社会经济地位和初婚之间已经变为时序性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影响初婚时

间的快慢。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基于 ＣＬＤＳ ２０１８ 年数据，使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将风险期

起点从 １５ 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个体进入婚姻的影响。 结果

发现，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个体进入婚姻的早晚和快慢都产生影响。 从人们进入婚姻早晚角度

看，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在体制内和民营单位工作的人们的初婚年龄越大，进
入婚姻越晚，这反映了教育和工作类型的推迟效应。 从影响人们进入婚姻快慢角度看，通过回归

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初婚越快；相比于个体工作者，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

快。 这种作用在性别之间存在明显不同，对于男性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在体制内和民营单位

工作，进入初婚越快；对于女性而言，不同受教育水平之间差异不显著，女性在民营单位工作会显

著减缓其进入初婚时间。 不同初婚队列之间，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总
体呈现出先趋同再趋异的特征。

早晚效应与快慢效应，实际上是教育和工作对初婚时间影响的一体两面。 从学理维度上讲，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等一众学者便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证实了社会经济特征，
特别是教育和工作，对初婚时间的影响不仅包括早晚效应，也包括快慢效应，这和我们的实际经验

也是相符合的。 但从我国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只论证了早晚效应，忽略了快慢效应。 之所以

如此，不仅是统计的局限使得事件史分析无法同时呈现两种效应①，更多是如何全面理解教育和工

作对初婚时间影响的问题。 已有研究对推迟效应的关注大多是在 Ｂｅｃｋｅｒ 经济独立性假设下探索教

育和工作如何发挥作用，但常常遇到的困境是对于男性而言，教育和工作依然是推迟效应。 这是因

为教育和工作的其他效应大多被其占用时间而发生的推迟效应所取代。 事实上，如果单从占用时

间角度看，这个事件可以是教育和工作，也可以换作其他。 当然，教育和工作客观占用时间从而推

迟初婚时间也是一种作用，但教育和工作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到底如何发挥作用，需要进

行更深入的社会学探索。 从实践维度上讲，初婚作为人口再生产的起点，在当前我国少子老龄化的

严峻人口态势下，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教育和工作不仅具有早晚效应，还具有快慢效应，这让我们

有机会在提高人口素质、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去探讨如何促进结婚。 然而正如已有研究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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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为二者风险期的时间起点不同。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经济体制的变迁，教育和工作对于初婚时间变动的解释度可能会逐渐下降①。
因此，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在不立业难成家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切中影响人们进

入初婚的命脉，找到人们在进入婚姻时最关心的因素，从而对症下药。
本文仍存在一些问题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一是本文尝试通过控制教育完成早于初职时间

来控制教育年限造成的初婚推迟效应，但这种方式是否能有效实现这一目标有待评估。 二是即

使能够有效控制教育完成带来的时间推迟，仍无法避免的是中国社会对于婚育完成的上限时

间———３５ 岁，这一隐形的社会规范的约束。 这种影响可能体现为尽管笔者已经将风险期的起点

改为具有相对性的初职时间，但人们仍然面临着共同的 ３５ 岁的时间压力，这对于受教育水平高

或者参加工作比较晚的人而言，仍具有时间效应，而且这种效应与教育和工作所起到的加速效应

方向相同，即使平均初婚年龄远小于 ３５ 岁，但在解释上仍存在混淆的可能。 三是需要再次强调，
本文聚焦的群体具有严格的限定，这种限定尽管是当前社会的变动趋势，但仍在结论推广上具有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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